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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合理性”视域内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论基础探究

袁祖社

摘 要 人类的发展实践及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一定意义上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深

刻变迁同步。作为一种显性的制度理性事实，近代以来，有关发展之价值论根基问题，在理论

和实践上均深度关涉对一般价值本质的哲学反思与追问，关涉发展实践与价值关系变革实

质之历史性探问。在现代合理性理论视域内，价值被归结为人性进化所能达到的文明高度的

实践—文化表征。基于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特色发展实践，在美好生态、正义社会、品质生活三
维目标有机整合的意义上，完全可以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作为当今人类发展理念和模式之最

新成果的五大发展理念，做出融历史镜鉴、现实针对性与未来前瞻性为一体的全面分析与总

体性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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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追问、探究发展问题的价值论、伦理学根基，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作为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

果，既有共识性的一致答案，同时更多的是差异性的多种深刻歧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发展与价值的关

系问题上。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意义上，应该说，有发展实践和发展历史，就必然伴随着

对发展价值论基础的持续反思与追问。人类文明的历史表明，没有脱离特定价值伦基础的发展实践，发

展不仅是一种经济社会事实，同时也承载着更为深厚、深刻，更为基本和紧要的人类基本的生存、生活价

值理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明确指出：发展不仅仅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对财富的追求

和创造，同时也是对更为普遍的权利（法学意义上的发展权）的捍卫以及最为可贵的自由的扩展。从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健康、合理的发展实践，其实就是实现和澄明某种优良价值、引领人类追求并迈向某种

高尚价值理想的历程。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政府、中国社会所倡导和践行的是一种人民性本位的有温度、有质量、包容

性、可持续性兼具的新发展理念和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被国际社

会公认为是中国政府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所贡献的具有时代高度、卓越理论品质和实践新境界的引领

性“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关注、审视、反思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论基础问题，必

须将其提升到整个人类文明之深刻、全面转型的新高度，彰显其更为宏阔、更为全面、更为普遍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

一、发展理念的一般价值理论基础之理性审视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历来是个难以获得真解的难题。就其本真义而言，价值所表征的是使万物存在

获得合理性意义上的本体性、本己性根据以及肯定性意义的东西，它为万物的存在和演化提供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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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据和参照。

回答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论基础，必须首先从一般价值哲学意义上对价值的本质给出一个选择性

判定和认知。什么是价值与价值是什么，这是两个在学理性旨趣上有差异的追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中西价值哲学领域争论了很长时期，迄今尚无定论。笔者以为，思考价值问题必须要有四大视野：历史、

实践、文化以及人性，这四个方面构成我们思考、审视价值本身的存在论背景和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基

本的共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价值是人类活动公共性特质的自为澄明；其二，价值是文化

历史合理性的事实积淀；其三，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与进步过程中人性自主进化所能达到文明高度的实

践—文化表征。这一规定中有两个核心词，一是人性进化，二是文明高度。人性进化是一个充满了复杂
性、曲折性的自然攀升的历史过程。近代以来，受资本逻辑、技术理性和自由主义信念规制的市场体制

片面而强势的诱导，人类在发展问题上陷入深深的理性迷误。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日益增长的财富累积

并没有带来曾经积极、乐观的“发展主义”哲学所期望的世界和谐与秩序，没有带来以整个人类为合法主

体的生存品质、生存境界以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相反，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

间，借发展带来的财富之力，对自然、生态持一种以征服、主宰、占有和掠夺性开发等为特征的野蛮的“帝

国主义”态度，世界范围内为狭隘的民族利益所展开的永不停息的持续的奴役、战争、暴力和新殖民在不

断升级。合理、优良、正当的发展观念与发展模式，关乎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以及实践与价值理念的探

寻与甄别。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尽管人在科学和技术上牢牢地掌握着天地万物，

行使着人的绝对的统治和支配，但地球却变成了荒芜的地球，变成了‘迷失了的星’，使人类在地球上的

居住面临着严重困难和危险。……曾使人类获得文明和进步的科学和技术，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包

含着对自然，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严重威胁。”[1]（P78-79）面对已经存在的并不如意、并不美好的种
种所谓发展的负面效应和恶果（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不公平加剧，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安全感等的

缺失以及生活意义和价值迷失等），人们对发展本身以及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开始产生深深质疑，诟病不

已，几乎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发展发出了不解、哀叹、困惑：全人类同时发展有确定

的方向吗？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实然）？这就是人类所期望的发展（应然）？这种发展会把人类

引向何方？凭什么要接受这样的发展，承受这样的发展恶果？凭什么相信这样的发展可以为人类带来一

个靠得住的、可托付的未来？除了这种类型的发展，我们还能不能有一种更合理、更美好的发展？沉浸在

迷茫、失望中的人类看不到一个可预期的美好世界、美好生活的前景。

作为反思性追问的结果，合理的、健康的发展之所以可能及如何可能，至少被纳入以下三种价值论

的思考框架：理性主义视野、人本主义视野、生态主义视野（或现代主义的有机主义视野）。在理性主义

视野内，发展的价值论基础被限定在依靠科技理性、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求取

社会财富的最大化；理性主义视野内的发展，正如现代性的批判者们所一致发现和准确诊断的那样，是

一种被马克斯·韦伯等社会与文化思想家归结的受工具理性支配而陷入自我异化形态的畸形的、片面的

发展。理性主义发展观坚持以理性的进步作为衡量人类进步的唯一尺度。而此处所谓理性，无非就是近

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经典力学所推崇的数学方法和实证科学的逻辑。依照此种单线条的统一的知识

论信念，知识的进步引导并决定人类的全面进步，进而推动文化与道德水准的普遍提升。在人本主义视

野内，发展的价值论基础主要有三个层面的理解和规定：一曰“目的本身的能力发展观”，其经典性表述

是：“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

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2]（P929），这一类型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为代表，是人类发展最为理想、圆满的形态，表达了人类的发展实践在对待、处理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共同体之关系问题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社会化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

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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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P928-929）。二曰“人
本主义发展观”（人—文化—价值三位一体），此一新发展观，直指 20 世界 70 年代以后西方传统经济
主义发展观的深重弊端 [3]，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1）法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委托，佩鲁于 1983 年出版了《新发展观》一书，阐明了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价值为尺度的新
发展观。（2）阿马蒂亚·森。1959 年，森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
1998 年离开哈佛大学，受聘担任英国剑桥三一学院院长。作为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森多次
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撰写人类发展报告，并于 199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以自由看待发展》的
论著，改变了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确认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是实现“人的实质自由”，并以此

为据，建立了全新的理论框架 [4]（P1-2）。（3）保罗·谢弗。谢弗系加拿大著名文化学者，于 2004 年出
版了《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详细阐发了以文化为本位的发展范式，阐述了文化对发展所具有的前

提性的根本性意义 [5]（序言 P1-9）。三曰“生态主义发展观”。在生态主义视野下或所谓生态合理性意义
的发展，主要在如下两重意义上得到充分诠释：其一是“生态伦理合理性”，有学者称为发展的伦理生态

关切或发展的伦理价值和生态精神的坚守。其理论宗旨和实践目标可以概括为生态合理性意义的发展。

生态主义发展观强调人类发展的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应该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而非纯粹人类的自我利

益，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理应是追求整个大地生命共同体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完整、美丽、稳定、动

态平衡和可持续性 [6]。其二是“有机性的美好生活”（意义上的发展）。在传统的理论视野内，美好生活

的主体以及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是同一的，就是人本身。这样一种几乎成为定论和文化与价值共

识性的见解，正在遭遇来自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一系列具体的对策，即改变以 GDP 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方式，采取措施限制富人权利，改变传统工业
发展模式，实现金融改革，把政府管理和自由市场竞争有机结合起来等。”[7]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包含并

指向一个再浅显、再常识不过的主题：属人的和人属的美好生活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撇开了使其成为可

能的必备的外在因素，甚至作为美好生活主体的人若为了自己狭隘的、当下性的所谓美好生活享受而不

顾及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历史社会生态、精神文化生态，那么如此所得到的美好生活一定是不

会长久的，其享乐的结果也必定是灾难性的 [8]（P17）。
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以何种价值论设定作为自身深刻的毋庸置疑的理据，向来是

一个难题。在现代社会实践中，发展作为实现人类生存与生活需要的前提，显然并非价值本身，而只是实

现某种价值的手段。就发展实践的终极性关切而言，理应存在比任何一种类型、任何水平的发展本身更

为高级、更为根本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目中作为最高

价值理想悬设的人的发展，其实都只是价值展现、实现自身的一种特定方式和形态，其所表征的仍只是

一种客观的事实性定在，并非形上意义的应然性理念期许。以错综复杂的人类历史过程来审视，发展并

非天然就具有确定的、普遍性的价值属性。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自然本身曾经就是唯一的、最大的

价值，是后来从自然中脱离并获得独立存在地位的社会的价值依据。发展获得价值独尊地位并被当作现

代社会基本不可或缺的最大价值源和价值体，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事情。所谓文明社会，乃是技

术理性、资本逻辑以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欲望得以满足并被人为地赋予天然正当性的社会，是在特

定历史时代和背景下成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和升级的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

思恩格斯曾明确地将需要规定为现代人的本性——“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9]（P98），这无疑深刻
地洞见了现代社会发展动力的最深刻基因、最内在的特质。它表明，基于主体需要满足的发展是现代社

会的宿命，以发展求生存，是现代社会无一例外的价值通则。离开发展、忽视发展，不仅人类基本的生存

和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且在一个生存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发展的理念变革、速度快慢以及规

模、效益等等，都必然会成为世界各国之间核心竞争力、综合国力之有无、高下的直接理据和重要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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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之于民族国家繁荣兴盛和国际地位确立的关系问题上，在发展与特定政治和社会为获取、证

明一己合法性所必须做出的承诺等问题上，发展确如前述阿马蒂亚·森强调的，是“一种能力、一种被无

比珍视的价值、一种宝贵的平等的机会，一种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近代以来，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有效率的中、高速度的发展，首先是与财富的集聚、优越的生存与生活条件的创造以及所谓普遍意义上

的文明进化程度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总设计师邓小平因有感于发展不充分、发展速度缓慢

甚或经济社会长期不发展的落后现实，多次论及发展对一个民族国家繁荣兴盛的重要性：“不坚持社会

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0]（P370），“发展才是硬道理”[10]

（P377），“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
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10]（P354）。基于上述理念预设和现实情境的分析，不难想象，一旦被迫进入
现代化快车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愿意心甘情愿放弃发展，尽管发展起来的问题比不发展的问题要大

得多、严峻得多。

二、合理性视域反思观照下的现代发展理念与发展实践

启蒙以来，现代性文化价值理念支配下的非合理性的发展或发展的非合理性，是社会现代化实践

的常态。这种发展类型的出现意味着发展价值观的扭曲。至少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现代发展哲学、
发展伦理学对发展价值观扭曲的深层原因做出了多方面的剖析。发展，尤其是以经济增长、财富创造和

占有为目的的发展崇拜由此发端，并借助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传播到全世界各个角落。没有人否认，科

技理性、资本逻辑、自由主义文化观念造就的市场经济实践所推崇的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实践，是一种充

满了主观、任性的成问题的生存法则游戏，是一种狭隘、自私的享乐性生活观念的自由意志的冒险。这

种冒险最可怕的结果是，发展实践中的一个个失去了对生态、自然、社会、个体应有的敬畏、尊重的“非责

任性”主体的诞生，从而造成了社会的日益功利化、经济化、冷漠化、疏离化、商品化和非人道化 [11]。一个

毋庸争议的历史事实是，无论是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众，在充分享受自诩为文明的

现代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富足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幸福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万般无奈地承受着这种非合

理性意义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种种恶果。

面向未来、面向人类整体性生存、面向人类对幸福生活永无止境的渴望，一种合理的发展实践是可

能的吗？究竟何种类型的发展才堪称合理性意义的发展？俄罗斯学者盖坚科表达了对于合理性问题的

睿智识见：“在本世纪（20 世纪）末，对合理性问题如此浓厚的兴趣从何而来? 首先应该说，关于合理性
的性质问题不是纯理论问题，而首先是生活实践问题。工业文明是合理的文明，带动新工艺发展的科学

在工业文明中起关键作用。对整个当代文明的命运（且不说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前景）日感不安引发

了合理性问题的紧迫性。唯技术文明造成的种种危机，首先是生态危机，才是今天如此广泛注意合理性

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并非只是现在，早在本世纪（20 世纪）前 50 年，合理性问题就已成为 A. 柏格
森、胡塞尔、M. 韦伯、M. 海德格尔和 K. 雅斯贝斯等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
思想家确定了当今讨论合理性题目的角度，即关于生活世界和人的活动的形式构成原则问题，该原则规

定人与自然界及自身之间的关系。”[12]当代美国哲学家劳丹明确指出：“20 世纪哲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是合理性问题。有些哲学家提出，合理性就是使个人效用达到最大的行为；另一些哲学家则提出，合理

性就是相信那些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为或至少可能为真的命题并按这些命题行动；还有一些哲学家暗

示合理性必随成本—效益分析而变；也有一些哲学家声称合理性只不过是提出能予以反驳的陈述。对
合理信念和合理行为的上述看法以及其他种种看法，已有大量著作作了论述。”[13]（P116）立足社会学
的立场，当代英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对合理性的概念做出以下 7 个方面的
具体规定：“合理性是一种个人或集体在其思想、行为或社会制度中展示的特质。……（1）一种与冲动
行事或盲目相反，只是在深思熟虑后行动的倾向；（2）倾向于按周密计划行事；（3）行为受制于抽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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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法则；（4）工具的效力：与听任习惯或冲动选择工具相反，完全按其在实现一个明确指定目标中
的效力去选择工具；（5）倾向于选择行为、制度等等时着眼于它们对简单明了地说明准则的贡献，而不
是用繁冗含糊的准则去评价它们，或凭其惯例去接受它们；（6）倾向于将信念和价值观系统化于一个严
密的体系；（7）倾向于认为人是在理性功能的发挥或满足中，而不是在情感或肉欲中得到实现的。”[14]

（P634-635）
正是基于观念史意义上有关社会发展之合理性思维范式的慎思明辨，有学者指出，立足于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之实践哲学的立场，合理性在理论旨趣上反对纯粹理性哲学对现实所做的脱离经验的抽象

观照，同时更与马克斯·韦伯所批判的遮蔽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和现实立场截然分别。真实的合理性

立足的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等多重属性，澄明的是人之社会性关系本质的价

值合理性。“这一合理性不只是从一种普遍的、外在的、单一的理性标准出发追求那种终极的合理性或形

式的合理性，而是立足于人的生活实践，以追求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目标，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

立场和行动，在实现控制自然、向外增长的同时，保证人的生活世界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使人们能按照自

己的需要和见解，利用人的意识能动性（理性）不断地创造和实现较为美好的和谐的生活。因此, 现代
合理性所凸显的是它的人学价值蕴含，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的智慧。”[15]

依照合理性的理论视野和分析范式，发展的价值论基础问题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合理性问题，是一个

依照现代合理性的理论视域，对发展历史、发展实践（过程、目标、结果等）、发展模式等所蕴含、追求、体

现的人文精神价值特质的总体性审视和科学评判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发展的价值论基础的追问，可

以逻辑地转换为对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发展等的辩证考量问题。置身于人类文明新的历史转型和

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和卓越的实践思维智慧，有效破解 300 年来全球现代
化进程中存在的普遍、深刻的发展难题、发展悖论，直面中国社会迈入改革开放实践的重大机遇期、攻坚

克难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的多种困境，提出了被称为“中国方案”的带有理论前瞻性和现

实指导性的五大发展理念，引领陷入迷茫中的人类走出困局，自信地迈上发展新境界。

与发展合理性相关的价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其一，价值既是人与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的

愿景目标，同时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又是一种向着某种合理目标的实践生成，是这一过程并通过此过程

实现的人性的培育、改变、完善、优化和升华。其二，价值是曲折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具有优良的、文化历

史实践品质的文化的公共性生成。其三，价值是社会发展实践获得公平、正义的标识，是让人性获得完

整的、全面的尊严（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是给发展实践合理性一个出场的机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所畅想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之最高价值悬设为理论反思的坐标和实践观照为立足

点，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论基础一定是一个实践目标一致、人文志趣相通且具有整体超越性的结构性存

在。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所追问、探究和确定的并非一般发展或者发展的一般价值论基础，其所审视的

是作为整体的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论基础，即贯通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灵魂和精神特质

的东西。深言之，发展以及五大发展理念背后的价值本身的寻索所要呈现的，是规制、矫正并引领发展，

指引并保证发展质量，提升发展品质的特质。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在合理

性历史视域框架内，对某种意义上关涉人类文明整体性转型的发展实践、发展模型具有历史反思性、现

实针对性和前瞻引领性的新发展方略。

三、五大发展理念对发展和生活关系的矫正与重置

发展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主线。什么是发展？发展为了什么？人类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规制

发展？发展与价值的关系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发展究竟应以何种合理的价值理念为基础，形成一种

科学的发展价值观和发展实践，对中国社会来说，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社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
现代化实践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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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价值论基础的反思历来是一个大而难且艰深的话题。说得确切些，这实际上是对发展之主体

创价性活动合理性基础的追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发展价值基础的追问与发展合理性的理论和实

践反思密切相关。发展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经济学的事实，而曾经就是价值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活

动本身就是价值大全。依照此种逻辑，发展的价值论基础，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实现发展的价值，保障

有价值的发展。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发展的价值？什么样的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发展？这的确

不是一个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

作为对于上述问题和难题的时代性回应，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明显和突出的。一方

面，五大发展理念贡献了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人类发展之价值论基础思考的系

统整体性视野。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强大、持久的“反现代化”思潮和运动。有学者指出，“反

现代化”并不反对现代化，其实质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抵抗现

代化的实质。如果其不能在过程中逐渐融入现代化，那么暴烈终将产生 [16]。现代化的全球实践历程表

明，只有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出发，及时抢抓世界范围内技术变革、产业调整（升级）、模式

转换等重大历史机遇，才能谋求并实现真正意义的发展价值观的变革，从而迈上新发展的快车道。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日德等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迅速崛起，一跃成为经济强国，到 60 年代末，借助
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大调整以及增长模式转换之契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依托自身之

优势的人力资源，引进、吸收国外的雄厚资本和领先技术，很快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而 20 世纪
80 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成功，也是如此。当然这一过程中也不乏诸多典型性的反面例子
和沉痛教训。譬如，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之所以深陷所谓“依附性发展”之困
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体制、机制障碍，加之缺少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自主发展的清晰理念，以及真正

属于本民族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实践与实施方略，在盲目效仿中错失了本应有的良好的发展机

遇，致使后发劣势愈益明显，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就范式而言，五大发展理

念对启蒙以来旧的发展观念的变革是彻底的、革命性的。五大发展理念基于对以往狭隘发展观念的理论

反思和实践矫正，对人类未来合理、健康形态的发展观念和模型的设计与创制，是格式塔意义上的完型

转换，是关于人类整体性生存与生活意义上合理的应然性理想发展观念的深度价值澄明，是对发展品质

的再造和发展新境界的理性期许。五大发展理念的意义和影响是世界性的，其所表达的是特定历史阶段

和时代性意义发展观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历史经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发展价值观决定着发展的性质和发展实践的方向。在理论和实践相统

一的意义上，发展的合理性和合理性发展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质性规定。

一是美好生态。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着眼，健康、合理的发展一定是以自然的生态阈限为边界的

有限度的发展——适度、有序的发展。有限、适度的发展是对发展主体之无穷欲望的自觉制约，是对生
态理性、生态价值最大限度的尊重，是追求发展实践、发展主体的幸福与生态正义的一致。在这一问题

上，生态文明视野中的全球知识界方兴未艾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价值观的系统思考，已贡献了

非常有深度和成效的丰富研究成果。这些睿智卓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将发展实践纳入

生态理性的分析视野，提供了极富借鉴意义的有效参照。

在五大发展理念的表述顺序中，虽然绿色发展被置于最后位置，但显然并不表明绿色发展及其所代

表、反映和要追求、实现的价值是最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就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论基础而言，绿色发展

体现、代表的生态理性意识、生态伦理信念以及生态价值主张，无疑是应置于首位的价值考量。此处的

所谓生态是广义的，不仅仅是自然生态，而且包括社会发展的实践生态、人类精神生活生态以及致力于

对更加诗意、更加合宜的人类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创制。

二是正义社会。正义的追求关涉最深刻的人性考量。理想意义上的正义社会，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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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能力、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都能够得到保障并得到最大限度实现的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任何

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价值基因、伦理信念和精神力量。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维度着眼，健康、合理的发

展，是发展的有机性追求视域内整体性发展及其现实化，其所追求的，是在社会结构、社会主体、社会生

活实践总体性目标不断实现的基础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的妥善协调。“正义社会”的价值理念昭示

出，在特定历史时代，发展和正义是社会历史进步并驾齐驱的两条主线，发展是硬道理，社会正义同样是

硬道理，不可偏废。与优良发展相同步的正义社会，其所秉持的必然是实践的社会共同体的理念，吁求

的是人的合理发展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不断实现。对于依托合理的发展实践所造成的人与

社会的关系质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出了非常精当的规定：“正像社会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

创造社会。”[17]（P298-301）由此可见，合理的发展实践之于社会关系的创制，是以符合人类文明本质的
健全的人性、人的本质的出场联系在一起的。以此为观照，一种抑制、违背社会关系总体性特质的发展

实践、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是社会有机整体性的离散甚或崩溃。

正义社会的理想表明的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合理性（社会公共理性追求）意蕴。发展不仅是社

会以及个体权利的实现，其更重要的表现应当是，作为发展主体之尊严、体面而后优雅的生活形态的现

实达成。如果一种愈来愈快速的发展所造成的是社会结构的分化，权贵、财阀、阶层的形成以及财富的

少数人占有所导致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那么，这种发展一定缺乏合法性、正当性；这种发展所产生的

将会是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团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这种发展最终会丧失民心，成为社会动荡和不稳定

因素。无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还是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结果都

是一样。

三是品质生活。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着眼，健康合理的发展追求的是合宜性特质的发展，致力于实

现发展主体之身心健康、和谐。以片面的财富增长为目标的扭曲价值观，是物役关系极端化、全面主导

和支配的结果。这种异化实践结果所造成的是愈益严重的发展主体身心的分离，是马克思意义上“人应

该是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之发展理想与现实发展实践的不断分离，是人的异化和自由、

全面本质的丧失。任何社会的发展、任何类型的发展实践都会引发体制、机制的变革，引起社会利益结

构的调整和分化，从而不同程度上触及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势必造成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社会成

员社会心理震荡和失衡；更有甚者，会引发民众社会约束的失控以及行为的失范，构成社会稳定的隐患。

这种情形如果不及时被阻抑而任其发展，甚至会出现社会动乱。健康、有序的发展实践，在直接或间接

意义上，都必然与作为发展主体的民众心灵健康、有序的目标密切关联。一种发展实践如果导致了民众

精神、心理的失调，一定称不上是好的发展。难以想象，一个社会成员普遍心理不健康、心灵畸形的社会，

能够形成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

以创新发展为例，创新发展让生活更美好。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科技，变革了人类以往传统的甚或

不尽合理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拓展的是生活的新领域，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享受、新体验。没有创新

发展，人类的生活就如一潭死水。发展必须依赖科技，但发展绝不能唯技术理性之马首是瞻。创新发展

的实质在于变革以往技术理性之偏执，矫正技术发展的价值坐标，实现技术与人性和文明的契合。以协

调发展为例，其追求和致力于实现的，是一种新的生活品质和境界。难以想象，一个社会的发展，如果带

来的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人类精神文化生态的持续失衡，受这种发展观引导，生活在这种发展所

带来的所谓丰裕的物质生活环境中的个体，能有多少幸福和满足体验可言。同样道理，其他三大发展理

念，就其终极的价值基础和追求来看，无一例外，均表征和指向社会主体品质生活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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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the Logic of Better Life
On the Value Basis of the Five Development Id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ity”

Yuan Zush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mankind and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synchronized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survival and lifestyle in a certain sense. As a kind of explicit institutional rational
fact, the axiological foundation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deeply related to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questioning of the essence of general valu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o the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the change of value relationship in recent deca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rationality theory, value is attributed to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which can be achieved by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and the view of China’s development practice
as well as o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goals of better ecology, a just society and a quality
life, we can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an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today’s human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models, which are integrated with historical mirror, realistic pertine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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